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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制度的伦理思考 

——基于江苏省徐州市 JN 村的田野调查 

 

刘  昂 
 

 

摘要：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

非正式制度，都没有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统一，从而造成法律难以有

效回应村民诉求、村规民约无法真正体现乡村实践、村庄宗教沦为封建迷信外衣、小亲族势力不受村

庄控制等一系列困境。类似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借助村民自治实践，坚持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

地位，强化德治对村庄的价值引领，不断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村民只有在道德规范

的约束下，自觉遵守法治制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才能够推动乡村治

理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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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①。乡

村治理体系建设离不开乡村治理制度的完善。有关“制度”的论述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

中较为常见，但始终没有形成统一认识。通过梳理“制度”的概念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围绕“规范”

和“机构”两个范畴理解“制度”。 

就制度的“规范”意义而言，罗尔斯表示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

职务和地位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约翰·罗尔斯，1988）。罗尔斯将制度置于社会

基础性地位，强调制度的规范性以及由此确定的成员利益，并赋予制度裁判权，指出“这些规范指定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乡村伦理研究”（编号：15ZDB014）和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

新计划项目“中国乡村治理伦理研究”（编号：KYCX17_0998）资助。笔者由衷感谢贵刊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

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①资料来源：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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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行为类型为能允许的，另一些则为被禁止的，并在违反出现时，给出某些惩罚和保护措施”（约翰·罗

尔斯，1988），从而体现制度的规范与制约作用。在经济学领域，诺思对制度的规范性意义进行了深入

挖掘，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

动关系的约束”（道德拉斯·C.诺思，2014）。在诺思看来，制度的规范性意义能够有效约束社会成员

的行为，从而为人们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交换创造可能。在政治学领域，有学者更为明确地

表示，制度是“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规范、程序乃至标准”（Peters，1999）。

在国内，有学者表示，“制度是至少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对单个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起约束作用

的一系列规则”（黄少安，1995）。可以看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学者强调制度对社会成员的

约束与规范意义。 

就制度的“机构”意义而言，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约翰·罗杰斯·康

芒斯，1962），进而推论出制度是“集体行动抑制、解放和扩张个体行动”（约翰·罗杰斯·康芒斯，

1962）。在康芒斯看来，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

构’”（约翰·罗杰斯·康芒斯，1962），它们通过控制组织中每个个体的行动来达到保障单个个体免

受胁迫、压榨等影响，从而解放个体行动；与此同时，集体行动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完成个体无法实现

的任务，将个体行动扩展到更大范围。康芒斯虽然没有直接将制度定义为机构或组织，但他在论证集

体以及如何控制、解放甚至扩展个体行动中，无形地引入了机构或者组织形式，使制度概念获得了机

构和组织意义。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直接将制度定义为社会机构，认为制度“是指由一些固定的障

碍物所环绕的、一种特殊的活动有规则地发生于其中的场所”（欧文•戈夫曼，2008）。在他看来，社会

学的任务似乎就是研究医院、监狱、修道院和学校等机构的变化。 

事实上，制度无法脱离“规范”与“机构”而单独存在，规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制度的内在价值，

而机构则是制度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没有机构作为载体，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价值；另一方面，缺

少规范作为核心内容，制度也无法正常运行。有学者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诺思就曾

表示，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则——从宪法到成

文法、普通法，到具体的内部章程，再到个人契约——界定了约束，从一般性规则直到特别的界定”；

而非正式制度则“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并且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传承的一部分”（道德拉斯·C.诺思，

2014）。黄少安也认为制度“可以是正式的，如法律规则、组织章程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道德规

范、习俗等”（黄少安，1995）。可以说，制度是被一定群体组成的机构或组织共同认可的一种行为准

则和伦理规范。其中，行为准则主要表现为以法治为核心的正式制度，伦理规范则体现为以德治为基

础的非正式制度。 

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现代社会转型及由此带来的

多种多样的复杂的利益关系，制度的表现形式日趋丰富。以往有些口口相传或者仅仅通行于某一区域

的秩序，在获得官方机构或组织的认可后，便有机会成为正式制度；与此同时，有些曾经获得广泛关

注的正式制度，则可能因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实践而逐渐式微。总体上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虽然

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形式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规范机构成员关系、协调生产生活秩序、增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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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活稳定性等作用，都应该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的有效制度。然而，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市 JN 村的田

野调查发现，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发挥应有的

价值。 

JN 村为驻镇村，由原先DM 村 4 个小组和NM 村 7 个小组合并而成，共有 4361 位村民。笔者于

2016 年 7 月 11～17 日，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对该村进行了田野调查。问卷调查使用系统抽

样方法，共抽取 218 份样本。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具体操作过程充分考虑到村民的实际文化

程度，由访问员以统一口径读出问卷题目，然后记录调查对象的答案。最终，除去外出打工、死亡、

拒绝的村民外，共采集到 114 份有效问卷。问卷结果借助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汇总分

析。此外，兼顾村民年龄、性别、职业、收入等不同特征，笔者与 11 位受访者进行了 0.5～1.5 小时

不等的深度访谈。 

二、当前乡村治理制度的困境 

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以现代“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虽不断深入村庄却仍面临诸多现实矛

盾，与此同时，以传统“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具体而言，乡村治理制度

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下乡——水土不服的秩序 

在当前乡村社会，法律正以越来越积极的态势参与到治理中来，“基层治理由之前依靠情理法力

到现在越来越排斥‘情理力’，而只强调‘法’”（贺雪峰，2017）。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虽然在整体上

能够维护乡村生活秩序，但无法从根本上获得村民认可，难以真正融入乡村社会，呈现出“水土不服”

的态势。 

在 JN 村的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如果有人借了您的钱赖着不还，您会怎么办？”这一问题，选择

“通过打官司解决”的村民仅为“28.9%”，不足样本人数的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村民在回

答这一问题时还会自言自语道：“打官司有什么用，要不来钱还要给法院钱。”在访谈中有村民详细地

阐述自己通过法院要钱未果的事情： 

“俺之前借钱给村里一个人做生意，那人后来虽说没把生意做好，但肯定没有赔，还以他小孩的

名字在镇上买了房子。但俺让他还钱他就是说没有，后来打官司让法院出面，他还是说没有钱，俺说

他给他孩子都买了一套房子怎么能没钱，法院却说那房子的名字是他小孩的名字，在法律上不属于他

的。那人现在把什么钱都放在他小孩的名上，买个面包车也是他小孩的名字，法院拿他也没办法。这

在以前“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更不要说是他的钱放在自己小孩名义上了。”（与一位 59 岁男性村民

小组组长的访谈记录） 

在访谈中，还有村民反映法律非但无法有效回应村民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还给村庄风气造成负面

影响，事例如下： 

“有两个年轻人传完启（‘传启’意为‘定亲’）就一起过了，在结婚前男的竟然有了其他人，女

的知道后决定不嫁，但男的还打算把传启的钱要回来。为了这事男的还把女的告上法庭，法院竟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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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把大部分钱退回去。这男的小时候就‘不正干’（‘不正干’意为‘不务正业’），这种人打官司还

赢了，以后谁还敢打官司了。法律都不帮好人。这要是以前，村里面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他给淹了，现

在也没人好当面说什么，毕竟法律都这样判了。”（与一位 46 岁女性村民的访谈记录） 

由此可见，法律虽然凭借其强制性在维护乡村公共秩序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在处理村民具

体矛盾与纠纷时则尚未获得村民的普遍认同，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会被钻法律空子的人利用，对法律的

治理效力造成负面影响。 

（二）村规民约——缺少村庄特色的“标语” 

村规民约最初是“士人阶级的提倡，乡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方面、教化方面去裁制社会的行为，

谋求大众的利益”（杨开道，2015），它来源于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是村民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的言行举止。村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长期以来是村庄治理的实

际依据，对村庄各种社会关系能够有效规范。然而，据调研了解，当前的村规民约更倾向于政治化和

口号化，以笼统、抽象的条文进行道德宣教，难以对村民日常行为起到实质性规范，逐渐成为一种缺

少村庄特色的“标语”。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JN 村大多数村民不论是对粉刷在村委会门口的村规民约，还是对印刷后发送

到每家每户的纸质村规民约，都熟视无睹，更谈不上自觉按照其要求约束自身一言一行。面对问卷中

“您村有村规民约吗？”这一问题，36%的村民选择“没有”，33.3%的村民选择“不知道/说不清”，

只有 30.7%的村民明确知道本村有村规民约。村民在访谈中表示： 

“村规民约这些东西没有用，没有办法解决俺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要都按上面写的做，就没有坏

人了，但你看现在有几个按上面写的做的，那东西都是给别人看的，骗骗人的，应付上面的检查罢了。”

（与一位 41 岁男性下岗村民的访谈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 JN 村的村规民约使用极其专业的语言对村民日常生产生活进行着宏观性的规定，

将其输入网上，竟然发现它与贵州、内蒙古等多地村庄的村规民约高度重合。在访谈中村民表示： 

“那些内容都是做做样子，别说不识字的人，就是识字的也没几个能看懂上面写的是什么。这种

村规民约与我们老百姓没多大关系，我们自然也不会在意，他们发给我们，我们也就一扔，刷在墙上、

放在展板上也一样没人看。”（与一位 54 岁女性村民的访谈记录） 

总体而言，虽然村规民约在当前村庄比较普遍，并且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宣传和推广，但大多数村

民对村庄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村规民约视而不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更不会将村规民约作

为自身行为准则。村规民约在乡村中逐渐成为一种形式化的规定，仅仅存在于墙面和展板上，无法起

到有效约束村民行为的作用。 

（三）村庄宗教——规范不足的“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类型的地方宗教在中国农村地区得到发展，“传统地域性宗教和社区性宗教

全面回归”（梁永佳，2015）。村庄中的地方宗教不同于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等，它们没有严格的宗教

组织，没有逻辑缜密的教规教义，甚至没有较为清晰的信念。JN 村因《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

山关公约三事”的记述而闻名，该村现保存的关帝庙始建于明代天顺年间（1460 年），迄今有 55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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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当时全国第二大关帝庙，素有“北有文圣孔府，南有武圣关帝”之称。当地村民将关公奉为神

灵，尊称其为“关老爷”。近年来，虽然关羽的“忠仁义勇”等道德精神在该村治理中发挥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但隐藏在背后的封建迷信活动越发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的力量。 

“村民把关羽当作财神来看，大多过来祈求关公保佑他发大财，对六七十块钱一柱的香、一二百

块钱一柱的香，他们都不在乎，相信关公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钱。每到初一、十五，‘这面’（‘这面’

意为‘这里’）上香祈求关公保佑的人就特别多，尤其是在年关，人多得根本围不上去，后面的人只能

点好香往香炉里面扔。还有些村民，当家里有灾有难时也会来求关公，给关公上香，祈求关公保佑家

里顺利迈过这道坎。关帝庙后面还有关公夫人像，很多妇女都过来求子。”（与关帝庙修复工程的主要

推动人、退休文化站站长的访谈记录） 

总体而言，村庄宗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村民行为、凝聚村庄共同价值，但众多封建迷信

活动常隐藏其中，并借助村庄宗教的形式肆意传播，在村民间形成不良风气，从而为乡村治理增添障

碍。 

（四）“小亲族”——难以制约的力量 

“小亲族”一般由父系关系五服内的成员组成，不同小亲族常常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小亲族”

成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内部相互合作，在外部以小亲族整体利益参与村庄竞争。 

JN 村主要由来自 S、L、C 三个大姓的若干小亲族组成。在这些小亲族内部，他们相互团结，有

着较为密切的互助往来，尤其在红白事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位村民在访谈中谈道： 

“本家里只要有人结婚，俺们没出五服的都会参加，帮忙张罗，也在自己家门口贴红喜，就和自

己家小孩结婚一样；如果本家里有人去世，晚辈都得披麻戴孝，也得在自己家门口贴白纸，三年过年

都不能贴红色春联。到年节的时候，也会送节礼，大年初一长辈给晚辈包红包。在俺这面，只要是没

出五服都是自己家人。”（与一位 63 岁男性退休村干部的访谈记录） 

从 JN 村的调研情况看，小亲族的力量虽然有力地维护了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

却对乡村治理造成阻碍，他们常常以小亲族为单位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以团体的力量与村庄整体利

益进行博弈。在 JN 村，实力较为强大的小亲族几乎占据了村委会的所有职务，他们在治理村庄过程

中难免会在相同条件下优先考虑自己小亲族的利益，从而对其他小亲族造成事实上的不公，甚至为村

庄整体利益的实现制造障碍。访谈中，一位来自实力较弱的小亲族成员表达了自身的无奈： 

“俺们在这面是独门独户，没什么势力，有事谁都指望不上，遇到事情能忍就算了，不能忍也没

什么办法，那些大姓人家的亲戚也不会帮俺的，谁叫俺在‘这面’（‘这面’意为‘这里’）没什么本家

呢。”（与一位 50 岁女性个体户的访谈记录） 

简而言之，小亲族虽然能够有效协调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促进良好秩序的形成，但不同小亲族

之间往往相互博弈，以各自小团体利益挑战村庄整体利益，从而成为村庄难以制约的力量，阻碍乡村

治理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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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法分离导致乡村治理制度困境 

在乡村治理中，无论是以现代“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传统“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

制度，都应该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保障。然而，具体实践中，“法治”和“德治”的相互分离，往往导

致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难以在乡村治理中有效发挥作用。 

（一）以法拒德：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排斥 

就当前乡村治理制度而言，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尚未对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

表现出充分的重视，导致法律等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出现“水土不服”、流于形式等困境。 

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正式制度缺乏对村庄“德治”内涵的系统考量，尚未形成与村庄伦理观

念相匹配的价值原则，对村民基于乡村实践形成的道德观念缺少认同，甚至存在“法律上的‘是’在

伦理上可能是一种‘非’，法律上的‘非’在伦理上可能是一种‘是’”（约翰•罗杰斯•康芒斯，1962）

的尴尬处境。乡村基于以往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父债子还，天经地义”等道德观念，虽然对当前

村民生活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但难以获得正式制度的认可，从而容易导致村民对正式制度产生质疑。

调研中村民之所以反问“打官司有什么用”，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律“偏袒”了“不正干”的人，让老

实人吃了亏。然而，对于法律而言，这却是按照既定法条和实际证据做出的合法判决。这种“乡间认

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破坏了乡村原有的德治等非正式制度，使得“司法处在乡下人的

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费孝通，2011），导致正式制度难以获得村民的认可。事实上，

村民的伦理观念来自长期形成的道德共识，而正式制度的价值原则更多地是在“预设个体利益优先的

前提下以排除伦理制约的法律形式系统来协调个体间的利益冲突”（王露璐，2015）。正式制度并未充

分将村庄有关价值共识的“德治”纳入考虑因素，仅仅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对村民关系进行规约，从而

成为外在于村庄的制度，无法获得村民的普遍认可，最终难以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应有价值。 

与此同时，虽然正式制度认识到传统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有效作用，但它仅仅对“村规民约”

这一名称进行宣传，将一些能够普遍适用于任何村庄的制度套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出现，忽视了村

规民约基于村庄具体实践的特性。“用普遍词汇所叙录的每一条成规总不能完全概括人们千差万殊的行

为”（亚里士多德，1965），它不可能考虑具体村庄特殊的内生性需求，从而难以获得村民的认可。JN

村大多数村民之所以对真实存在的“村规民约”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村规民约并非产生

于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 

（二）以德抗法：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违背 

在当前乡村治理中，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并没有严格遵守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

制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正式制度存在冲突，影响了乡村治理的顺利实施。 

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在发生机制上与正式制度存在冲突。村庄宗教作为乡村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

式之一，主要依托村民相信无以言说的超自然力、对神明的敬畏而存在。村庄宗教意义上的神明“包

括很大范围的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有些全国知名，但许多只在他们被崇拜的村子里为人所知。同时

也有大量自然神，从民间神话、传说和小说吸收来的神，及众多佛教神、道教神仙和儒家圣贤”（丁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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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009）。这些神明凭借自身在村民心中的影响力，虽然能够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但终究是封建迷

信。JN 村的村庄宗教以关羽为载体，诱导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把希望寄托于关公“显灵”，将原本可用

于生产生活的物力财力不断花费在毫无价值的“烧香磕头”等封建迷信活动中，从而在本质上对“法

治”精神造成挑战，不利于村庄正式制度的实施。 

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执行造成阻碍。正式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张“一视同仁”，

按照既定程序处理问题。村庄中的“小亲族”等非正式制度则强调“差序格局”，将乡村人际关系比作

“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费孝通，2011），离圈子中心的远近就是村民

间关系的亲疏，不同距离的圈子有着不同的相处规则。在这种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同样的正式制度需

要以不同的操作标准对待不同圈子中的村民，“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

什么标准来”（费孝通，2011）。在 JN 村治理过程中，圈子的中心是“小亲族”的本家，当正式制度

有利于执行制度者所在的小亲族时，就会得到良好的执行，反之，则会受到严重阻碍。 

四、德法相依：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完善乡村治理制度 

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

都应该立足于村民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①，

村民有权自主决定与乡村治理有关的事务。乡村治理制度困境的消解，必须在坚持村民自治的基础上，

促进“德治”与“法治”相互依存，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一）法合德：正式制度的“入乡随俗” 

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借助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中国现

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

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苏力，1996）。正式制度作为乡村治理的国家力量，应该充分学习村庄发展的

地方性道德知识，注重对村庄特殊文化资源、文化符号的保护与利用，使村民感受到其对自身权利和

地位的尊重与维护。正式制度只有做到“入乡随俗”，符合非正式制度的价值原则，并且在操作过程中

充分考虑非正式制度的伦理因素，才能收到较为良好的效果。首先，正式制度应该准确把握非正式制

度的精神内核。 “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

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钱穆，2001）正式制度需要充分尊重村庄非正式

制度的生成环境，深入剖析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规律、运行原则，合理吸收非正式制度通过潜移默化方

式印刻到村民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其次，正式制度应该在德治精神的指引下，挖掘村庄中被村民普遍

认可的、能够有效促进村庄发展的德治内容，并通过一定形式将其转化成能够适用于更大范围群体的

规定。比如尝试在相关正式制度中“设置‘民间规范’、‘公序良俗’、‘交易习惯’等词语，使其成为

                                                  
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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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的引入接口，从而更好地体现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王露璐，2015），将非正式制度的内涵合理有

效地转化为正式制度的内容。正式制度只有在文本中反映了村民真正的价值观念，才会坚不可摧，才

会成为“一种已经内化到个体行动和心理之中的道德伦理责任、甚至是宗教信仰的高度文明人的文化

心理”（万俊人，2008），村民才有可能变被动服从为主动认同，促进正式制度在村庄的有效实施。最

后，正式制度在操作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程序正义，还应该尊重乡村风土民俗，在综合考虑乡村特殊

文化内涵基础之上，做出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乡村治理如果仅仅依据法律等正式制度“作出一纸判

决，不考虑这些具体问题，那么判决或处置措施可能很正确，很有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却很

难甚至根本无法得到落实，或者其执行成本很高，无法普遍地实行，以致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规则的治

理”（苏力，1999）。以法治为核心的正式制度为了确保制度伦理的正义性必须以某种统一而稳定的条

文出现，但这些条文无法解决村庄出现的大量个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并不足以保证实质的正义”（约

翰•罗尔斯，1988），从而需要实施主体在统一的正式制度原则下权变处理。 

（二）德守法：非正式制度的“移风易俗”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摒弃腐朽落后的封建糟

粕，主动使内容符合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的要求，并尝试借助正式制度的力量保证其实施效

力。 

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在内容上必须合乎正式制度的要求。乡村治理中的正式制度能够以国家宏观

视角对乡村发展进行顶层设计，是乡村全局性、长久性、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对乡村秩序具有有效的

规范和引导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的内容必须以正式制度为大政方针，对不符合正式制度要求的内

容应该予以摒弃。JN 村村民在宗教外衣的掩饰下，实际上进行的是封建迷信活动，与正式制度存在明

显冲突，不利于村庄的移风易俗。乡村治理必须抵制这种腐朽落后的非正式制度，将宗教文化与封建

迷信明确区分。与此同时，乡村治理需要与时俱进地汲取村庄文化中的道德价值，合理构建新形势下

的村庄非正式制度。新时代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必须充分反映村民实际生活的样态，拒绝

一切形式的封建迷信活动，并积极吸收村民现实生活中的新实践、新经验。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在

实施过程中需要正式制度的保障。非正式制度的实现方式主要是“风俗习惯、舆论和良心等”软性约

束，而正式制度的具体实施主要依靠“警察、法院和监狱等”（李建华，2015）强制性约束。软性约束

虽然容易被主体接受，但有时难以有效实施；强制性约束虽然有简单粗暴之嫌，但总体上能够保证实

施效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村民受各种观念的影响，依靠风俗习惯等软性约束的非正式制度逐渐式

微。基于这一现实，“德治”的良性运转必须依靠“法治”的强制性保障，借助“法律规范的确定性、

外在强制性”，弥补“道德的抽象性与软弱性”（王淑芹、武林杰，2017）。 

五、总结 

“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熊培云，2011），乡村治理的好坏在一定意义上将影响甚至决

定中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如何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是当前乡村治理在具体实践

上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刘昂、王露璐，2018），在一些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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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都没有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德治”与“法治”

的相互统一，从而造成法律无法有效回应村民诉求、村规民约难以体现村庄实践、村庄宗教沦为封建

迷信的外衣、小亲族的势力不受村庄控制等一系列困境。 

基于这种状况，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必须立足村民自治实践，突出地方性道德知识，依时、依势、

依情建立符合村庄特色、能够反映村民共同价值的制度，不断促进“德治”与“法治”相互依存。值

得注意的是，对“德法相依”的强调，并非是要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替代。在现代化进

程中，面对愈发开放的村庄公共环境和日益复杂的乡村利益关系，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必须

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为村民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保障。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应以“法治”为底线，

强化村干部与村民的法治意识，依靠法治实行村民自治，确保法治对村民正当利益的保护。与此同时，

要深入挖掘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在协调村庄共同体伦理关系中的价值，这些“活着的”乡

村道德文化传统，已然内化为村民日常生活交往中的行为规则，在国家成文法顾及不到的地方，它们

“可以发挥维持区域共同体内生秩序的功能”（石腾飞，2018），承担起处理乡村复杂多样的道德事务

的自治责任。乡村治理离不开道德价值的指引，村民应该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自觉遵守法治制度，

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推动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的不断完善，逐步提高乡

村治理水平，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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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Thoughts on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 Analysis Based on 
Fieldwork in JN Village,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Liu Ang 

Abstract: At present, rural governance has not been accomplished the unity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presented as a rule of virtue and 

formal institutions presented as a rule of law, which poses a series of dilemmas. The solution to these dilemmas is to draw support 

from the practice of villager autonomy in full use, by which the main position of a rule of law in rural governance can be insisted on, 

the value of the village by a rule of virtue can be strengthened,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can be integrated continuously. 

Villagers have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moral norms as well a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ir self-management, self-education, self-service and self-improvement can ensure a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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